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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链协同绿色转型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驱动力。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绿色创新的行业内横向扩散,对绿

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纵向传导机制关注不足,且未充分区分约束机制与溢出机制在传导过程中的差异化作用。 基于纵向交

易关系视角,以 2013—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传导效应及其边界条件。 研究发

现: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上游供应商的绿色创新水平,但对下游客户的绿色创新水平未产生显著影响。
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焦点企业纵向市场势力的增强显著强化了上述后向传导效应。 机制分析发现,焦点企业绿色创新能够通

过提高供应商绿色投资促进上游供应商的绿色创新水平。 异质性分析表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供应商绿色实质创新和绿

色策略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在供应商数字化水平高、供应商依赖程度高、地理距离近及焦点企业 ESG 表现好的情

境下,后向传导效应更为显著。 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绿色创新沿供应链纵向传导的内在逻辑,也为推动产业链协同绿色转型

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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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方向。 2021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要坚持创新引领,深入推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2024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坚持创新转型。
强化支撑绿色转型的科技创新。 由此,绿色创新成为实现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1] 。 在高度分

工与纵向协作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已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嵌入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之间持续交易与生产协作关系之中[2] 。 焦点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不仅会改变自身生产方式和技术

路径,也可能通过产品标准、绿色采购、环境要求和交易约束等方式影响上下游企业的绿色创新决策。 因

此,从供应链视角考察企业绿色创新在纵向交易关系中的传导机制,对于理解产业链协同绿色转型的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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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围绕绿色创新与供应链关系,已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从供应链关系视角出发,现有研究

认为,供应链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和供应链网络地位等因素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产生影响[3-5] 。 这表

明,企业绿色创新不仅取决于内部资源禀赋,也嵌入于供应链关系所提供的外部条件。 第二,从客户-供应商

关系出发,部分研究考察了客户侧特征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客户的环境关注、环境规

制压力、关系稳定性和 ESG 表现等,会通过市场需求、绿色压力和供应链协同等方式影响供应商绿色创

新[6-9] 。 第三,从绿色创新溢出视角出发,部分研究进一步考察其供应链传导效应。 研究发现,客户绿色创

新能够沿供应链向上游企业溢出,并主要从知识扩散、技术交流和信息传递等角度解释其对供应商绿色创

新的影响[10-12] 。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已从供应链关系、客户侧特征和绿色创新溢出等角度揭示了绿色创新

与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 一方面,在传导机制上,现有文献多沿用以知识扩

散和示范效应为核心的创新溢出分析范式,对绿色创新自身的过程嵌入性与标准约束性特征关注不足,尚
未深入探讨焦点企业依托纵向交易关系中的市场势力对上游企业形成的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在传导方向

上,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客户绿色创新对供应商的单向影响,缺少对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是否及如何同时影响

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客户的进一步检验,对绿色创新在不同供应链方向上的传导差异仍关注不足。
基于上述背景,有必要从绿色创新自身特征出发,重新审视其在供应链中的传导机制及方向差异。 绿

色创新并非单纯的技术改进活动,其不仅关注技术突破,也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兼顾环境绩效、资源利用效率

和生态影响等多重目标[13-14] 。 因而,其实施过程往往伴随着较为明确的环境标准、技术规范与合规要求。
在供应链交易关系中,焦点企业可将自身绿色创新所形成的环境标准与技术规范,转化为对上游供应商的

约束性要求,使供应商感知到来自需求端的环保压力,进而调整其生产组织方式与绿色创新决策[15] 。 由此

可见,绿色创新沿供应链的传导并不完全依赖于自发性的知识或技术扩散,而更可能通过纵向交易关系中

由焦点企业施加的约束机制得以实现。 同时,由于焦点企业对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所能施加的约束强度

存在差异,绿色创新在不同供应链方向上的传导效果也可能呈现出非对称特征。 基于此,以 2013—2024 年

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供应链视角考察企业绿色创新在纵向交易关系中的传导机制及方向差异。 不

同于既有研究主要从溢出视角展开分析,本文强调绿色创新通过纵向交易关系中的约束机制实现供应链传

导,并进一步检验纵向市场势力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 此外,还从供应商绿色投资视角识别了

绿色创新沿供应链传导的作用机制,并结合外部环境情境展开异质性分析,以更全面揭示绿色创新供应链

传导效应的实现路径与作用边界。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供应链纵向交易关系出发,将绿色创新传导的约束机制作为

分析核心,揭示了绿色创新通过交易约束而非单纯知识溢出实现供应链传导的作用路径,以及其在上游供

应商和下游客户之间呈现出的非对称传导特征,为理解绿色创新供应链传导机制及方向差异提供了新的经

验证据。 第二,引入企业纵向市场势力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其在绿色约束执行中的作用,揭示市场势力对供

应链内部绿色创新传导效果的关键影响,丰富关于纵向交易关系与绿色供应链治理的研究。 第三,从作用

机制和情境差异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揭示绿色创新供应链传导效应的实现路径与作用边界,为理解不同外

部环境条件下绿色创新传导差异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在产业链协同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下,优化供应链绿色

治理结构、促进企业间绿色创新协同提供了管理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绿色创新的纵向传导效应

在供应链纵向交易结构中,企业绿色创新能否在企业间通过供应关系传导及其传导方向,并非内生给

定,而是取决于其技术属性与嵌入的纵向交易治理结构。 不同于一般技术创新,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过程

嵌入性与标准约束性,其实施过程要求对生产流程、投入结构及环境标准进行系统性调整[16-18] 。 绿色创新

能否跨企业传导,高度依赖于提出绿色要求的一方能否通过纵向交易关系将其嵌入具体的交易安排中,形
成稳定且可执行的过程性约束。 由此,约束机制在不同纵向交易关系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差异,内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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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传导方向。
在以生产协同为特征的后向交易关系中,绿色创新更容易通过过程性约束实现向上游的传导。 第一,

后向交易关系的生产嵌入性为约束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 上游供应商通常直接嵌入焦点企业的生产体系,
其投入品质量、工艺路径及技术标准需与焦点企业的生产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使得焦点企业能够将绿色要

求与环境标准通过投入品准入条件、工艺规范及持续合作安排等渠道,制度化地嵌入交易过程之中[19-20] 。
第二,过程性约束将绿色创新从信息传递转化为具有现实约束力的交易条件。 在后向交易关系中,焦点企

业推进绿色创新不再仅体现为示范效应或信号传递,而是直接转化为上游企业能否维持交易关系的现实条

件。 为满足持续合作要求,上游企业有必要通过调整生产流程、优化技术路径或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做出回

应,绿色创新得以沿供应链向上游稳定传导。 第三,后向交易中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强化了约束的可执行性。
上游供应商为配合焦点企业的生产要求,往往进行了大量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一旦因无法满足绿色要求而

失去交易关系,这些沉没成本将难以回收。 由此形成的退出壁垒,进一步增强了供应商内化绿色约束的动

机,使得绿色创新的后向传导更具持续性和稳定性。
相比之下,在以前向产品交易为主导的下游关系中,绿色创新通过过程性约束实现传导的制度基础则

较为薄弱。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前向交易主要围绕交易结果而非生产过程展开。 这类交易关系的关注重

点集中于价格、交付和产品性能等结果性指标,焦点企业难以介入下游客户的生产过程,缺乏将绿色要求嵌

入其内部生产决策的制度条件[21-22] 。 第二,下游市场的替代弹性削弱了约束的传导效力。 在竞争性较强且

替代性较高的下游市场中,客户可以通过调整采购结构或更换供应商来应对产品特征变化,无须对其自身

生产体系做出系统性调整[23] 。 由此,绿色创新传导所依赖的过程性约束在前向交易中难以形成,其传导机

制在由产品交易向生产行为转化的关键环节便可能被阻断。 由此可见,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传导呈现显

著的非对称特征,仅在以生产协同为基础、允许过程性约束持续发挥作用的后向交易关系中,传导机制才能

有效运作,而在以产品交易为主导的前向交易关系中,该机制缺乏制度基础。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其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应(H1a);
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其下游客户绿色创新水平不存在显著的传导效应(H1b)。
(二)纵向市场势力的调节作用

前文已从纵向交易视角论证,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传导主要依赖于纵向交易关系中形成的过程性约

束机制。 然而,约束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焦点企业对绿色约束设定与执行的主导程度。 鉴

于企业在纵向交易中的主导地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引入纵向市场势力这一情境变量。 既有研究表明,
企业纵向市场势力不仅影响其价格制定与资源配置能力[24-25] ,还决定了其在交易关系中规则设定与标准嵌

入的制度基础[20,26] 。 因此,纵向市场势力是决定过程性约束能否有效实施的重要制度条件。
当焦点企业具备较强的纵向市场势力时,其在交易谈判、技术标准设定及合作准入与退出中占据主导

地位,能够将绿色要求与环境标准制度化地嵌入合同条款、生产流程及长期合作安排之中,并辅以监督与考

核机制确保约束落实[19-20,27] 。 同时,较强的市场势力也意味着更大的供应商替代空间,使焦点企业在绿色要

求执行过程中无须依赖单一供应商,进一步增强了约束的可执行性与可持续性。 对上游供应商而言,强势

焦点企业在其销售结构中占据核心市场地位、供应商对该交易关系高度依赖[28] 。 一旦因无法满足绿色要求

而失去交易关系,供应商不仅面临订单减少的直接损失,还将导致既有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难以回收[29] 。 在

较高的退出成本压力下,供应商更倾向于将焦点企业的绿色标准视为维持核心客户关系的必要条件,进而

通过调整技术路径、优化生产流程并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做出回应,从而强化绿色创新后向传导的实际效果。
当焦点企业纵向市场势力较弱时,其在交易关系中的议价能力和替代空间均较为有限,难以将绿色要求转

化为对供应商具有实质约束力的生产规则[30] 。 同时,有限的市场势力意味着较小的供应商替代空间,焦点

企业结构调整能力不足,即便供应商无法满足其绿色要求,也难以通过更换合作伙伴形成实质性威胁。 对

上游供应商而言,弱势焦点企业在销售结构中占比有限、交易关系可替代性较高,供应商对此依赖程度较

弱。 即使因无法满足绿色要求而中断合作,供应商也能通过转向其他客户消化损失,退出成本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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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境下,供应商将焦点企业的绿色标准更多地视为可选择的外部期望而非维持交易的必要条件,缺乏

为回应绿色要求而进行系统性调整的内生激励[31] 。 由此,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强度与持

续性相应降低,绿色创新的后向传导效应受到抑制。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企业纵向市场势力越强,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其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H2)。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有效识别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上的传导效应,以 2013—2024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观测对象。
首先,参考杨金玉等[32]及陶锋等[33]的做法,构建“焦点企业-上下游企业-年度”数据集。 例如,焦点企业(A)
当年(2024 年)可能对应多个上游供应商(M、N)及多个下游客户(X、Y),则构建 A-M-2024、A-N-2024、A-X-
2024、A-Y-2024 的观测值。 其次,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等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公司层面的

其他控制变量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 CSMAR)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最后,对样本做如下处理:剔除非上市的上下游企业样本;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 ST ( special
 

treatment)、∗ST 的公司样本;剔除主要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 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

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由于上市公司上下游关系披露程度不同,且上下游企业绿色创新数据和财务控制

变量在匹配过程中存在一定差异,最终构建了共计 2115 个观测值,其中焦点企业-供应商-年度数据 1177 条,
焦点企业-客户-年度数据 938 条。

(二)指标选取和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上下游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绿色专利申请能直观反映出企业绿色创新的产出能力。 参考王馨和王营[34]的方法,以焦点企业对应的

上下游企业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总和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同时,为消除

数据的右偏分布问题,将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从而构建被解释变量上下游企业绿色创新

水平。
2. 解释变量:

 

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类似地,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构造方法与被解释变量保持一致。 具体而言,采用焦点企业当年绿

色专利申请数量的总和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衡量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核心解释变量。
3. 调节变量:

 

纵向市场势力

纵向市场势力反映企业在供应链中对上游供应商的约束能力。 参考范合君等[35]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在

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出发,综合企业营业收入、市场份额两个指标,构建企业纵向市场势力的衡量指标。
具体地,采用熵值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加权,形成综合性的纵向市场势力指数,在降低主观赋权影响的同时,
更为全面地刻画企业在市场中的相对势力。

4.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34,36] ,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选取一系列影响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研发支出(lnexpense)、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
盈利能力(ROA)、企业价值(TobinQ)、现金流动率(CashFlow)、企业成立年限(FirmAg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 Inst)及两职合一(Dual)。 此外,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与企业固定效应( id)。 具体变量及测度

方式见表 1。
(三)模型构建

为实证检验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在供应链纵向交易关系中的传导效应,本文区分前向与后向两个方向,
设定如式(1)所示的回归模型。

lnGreen_ni,t =α0 +α1 lnGreen_f j,t + β∑Controls
i,t

+λ t +μ j +εi,j,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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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指标含义 测度方式

被解释变量
lnGreen_s 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 ln(上游供应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1)
lnGreen_c 客户绿色创新水平 ln(下游客户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1)

解释变量 lnGreen_f 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ln(焦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1)
调节变量 MP_index 纵向市场势力 基于企业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两个指标,采用熵值法构建纵向市场势力指标

控制变量

lnexpense 研发支出 ln(研发支出+1)
Size 企业规模 ln(年末总资产+1)
Lev 资产负债率 年末总负债 / 年末总资产

ROA 盈利能力 年末净利润 / 年末总资产

TobinQ 企业价值 企业托宾 Q 值

CashFlow 现金流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总资产

FirmAge 企业成立年限 ln(企业成立年限+1)
Inst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股总数 / 总股本数量

Dual 两职合一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为 1,否则为 0

其中:lnGreen_f j,t 为焦点企业 j 在年份 t 的绿色创新水平;lnGreen_ni,t 为与 lnGreeni,t 焦点企业 j 存在供应链关

联关系的上游或下游企业 i 在年份 t 的绿色创新水平,分别对应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 lnGreen_si,t)和下

游客户绿色创新水平(lnGreen_ci,t);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0 为常数项; α1 为估计系数; β 为控制变量

待估系数向量;
 

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μ j 为企业固定效应; εi,j,t 为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地,为检验纵向市场势力在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向上游供应商传导效果的调节作用,在基准模型

的基础上引入焦点企业纵向市场势力变量及其与绿色创新水平的交互项,构建如式(2)所示的调节效应

模型。
　 　 　 　 　 　 lnGreen_si,t = γ0 +γ1 lnGreen_f j,t +

 

γ2MP_index j,t +γ3 lnGreen_f j,t ×

MP_index j,t + β∑Controlsi,t +μ j +λ t +εi,j,t (2)

其中:MP_index j,t 为焦点企业 j 在年份 t 的纵向市场势力水平; γ3 为交互项估计系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lnGreen_f)的均值为 0. 813,最大值

为 5. 652,标准差为 1. 140。 对应的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 ( lnGreen _ s) 和下游客户绿色创新水平

(lnGreen_c)的均值分别为 1. 411 和 1. 950,最大值分别为 6. 059 和 7. 366,标准差分别为 1. 401 和 1. 729。 企

业纵向市场势力(MP_index)的均值为 0. 005,最大值为 0. 277,标准差为 0. 017。 这说明样本企业绿色创新

水平及纵向市场势力在企业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为从供应链视角进一步考察企业间绿色创新的传导关系提

供了依据。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相符,均分布在合理范围之内。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reen_s 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 1177 1. 411 1. 401 0 6. 059
lnGreen_f 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1177 0. 813 1. 140 0 5. 652
MP_index 焦点企业纵向市场势力 1177 0. 005 0. 017 0 0. 277
lnexpense_s 供应商研发支出 1177 19. 116 1. 708 0 23. 912

Size_s 供应商企业规模 1177 23. 209 1. 295 20. 050 26. 452
Lev_s 供应商资产负债率 1177 0. 490 0. 183 0. 051 0. 910
ROA_s 供应商盈利能力 1177 0. 045 0. 057 -0. 427 0. 222

TobinQ_s 供应商企业价值 1177 1. 822 1. 147 0. 795 9. 598
CashFlow_s 供应商现金流动率 1177 0. 057 0. 067 -0. 194 0. 267
FirmAge_s 供应商企业成立年限 1177 3. 027 0. 244 1. 946 3.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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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指标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st_s 供应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1177 0. 505 0. 226 0. 003 0. 920
Dual_s 供应商两职合一 1177 0. 267 0. 442 0 1. 000

lnGreen_c 客户绿色创新水平 938 1. 950 1. 729 0 7. 366
lnexpense_c 客户研发支出 938 19. 494 2. 198 0 24. 554

Size_c 客户企业规模 938 23. 791 1. 403 20. 296 26. 452
Lev_c 客户资产负债率 938 0. 547 0. 169 0. 072 0. 910
ROA_c 客户盈利能力 938 0. 041 0. 047 -0. 158 0. 222

TobinQ_c 客户企业价值 938 1. 556 0. 854 0. 795 8. 464
CashFlow_c 客户现金流动率 938 0. 057 0. 060 -0. 202 0. 267
FirmAge_c 客户企业成立年限 938 3. 063 0. 279 2. 079 4. 143
Inst_c 客户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938 0. 546 0. 220 0. 004 0. 920
Dual_c 客户两职合一 938 0. 186 0. 389 0 1. 000

　 注:后缀 s 表示供应商层面的相关变量;后缀 c 表示客户层面的相关变量。

(二)基准回归

表 3 展示了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1)列和

(2)列以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其中(1)列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2)列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3)列和(4)列以下游客户绿色创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回归

设定分别与(1)列和(2)列相对应。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lnGreen_s lnGreen_s lnGreen_c lnGreen_c

lnGreen_f 0. 240∗∗∗

(0. 071)
0. 207∗∗∗

(0. 070)
0. 154

(0. 153)
0. 156

(0. 113)

lnexpense 0. 196∗

(0. 100)
0. 022

(0. 070)

Size 0. 302∗∗

(0. 143)
0. 853∗∗∗

(0. 141)

Lev 0. 289
(0. 570)

0. 345
(0. 754)

ROA 1. 328
(1. 185)

0. 050
(2. 095)

TobinQ 0. 023
(0. 059)

0. 059
(0. 111)

CashFlow
-0. 238

(0. 825)
-0. 548

(1. 457)

FirmAge 0. 017
(0. 385)

-0. 499∗

(0. 293)

Inst
-0. 271

(0. 340)
-0. 234

(0. 435)

Dual
-0. 188

(0. 123)
-0. 156

(0. 204)

常数项
1. 214∗∗∗

(0. 057)
-9. 620∗∗∗

(2. 239)
1. 854∗∗∗

(0. 104)
-17. 438∗∗∗

(2. 436)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77 1177 938 938
调整 R2 0. 693 0. 747 0. 645 0. 775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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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lnGreen_s

lnGreen_f 0. 185∗∗

(0. 071)

MP_index -41. 939∗∗∗

(15. 866)

lnGreen_MP_index 11. 021∗∗

(4. 631)
控制变量 是

常数项
-9. 763∗∗∗

(2. 257)
年份固定效应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1177
调整 R2 0. 748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从上游供应商角度来看,(1)列和(2)列中,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 该结果表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其上游供应商提高自身绿色创新水

平。 相比之下,在以下游客户绿色创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3)列和(4)列中,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估

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均未达到常规显著性水平。 这表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难以通过现有的交易关系对下

游客户的绿色创新决策产生稳定而显著的影响。 此外,部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未达到常规显著性水平。 可

能的原因在于,本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企业自身较为稳定的特征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吸收,因此企业短期

财务状况和治理特征的边际解释力相对有限。
这一发现意味着,绿色创新的传导在供应链中呈现出明显的约束驱动特征,即焦点企业通过纵向交易

关系对上游企业形成绿色约束,从而实现绿色创新沿链的后向传导,而对下游客户缺乏同样的约束能力,因
此未形成显著影响,支持前文提出的假设 H1a 和假设 H1b。

(三)市场势力的调节作用

表 4 展示了纵向市场势力在绿色创新沿链后向传导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在引入企业纵向

市场势力及其与绿色创新水平的交互项( lnGreen_MP_index)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上游供应商绿

色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仍在 5%显著性水平上成立,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同时,( lnGreen_MP_index)
估计系数约为 11. 021,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纵向市场势力显著放大了焦点企业绿色创

新对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MP_index 为基于两个指标合成的综合指数,且取

值整体较小,因此其系数绝对值较大主要与变量量纲和指数构造方式有关,并不影响本文对调节效应方

向的判断。
表 4 的结果表明,纵向市场势力通过强化焦点企业在纵向交易关系中的约束能力,使其能够将绿色要求

与环境标准更有效地转化为对上游企业的行为约束,从而显著增强绿色创新的后向传导效应。 为进一步考

察调节效应的经济含义,本文依据回归样本中 MP_index 的第 25、第 50 和第 75 分位数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表 5 结果显示,当纵向市场势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边际效应为

0. 190;纵向市场势力处于中等水平时,边际效应提高至 0. 198;纵向市场势力处于较高水平时,边际效应进

一步提高至 0. 226。 而且上述边际效应均在 1%水平上

显著。 同时,高、低纵向市场势力水平下的边际效应差

异为 0. 036,且在 5%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进一步表

明,随着焦点企业纵向市场势力提高,其绿色创新对上

游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值得注意的

是,若绿色创新主要依赖知识溢出或技术扩散等非强

制性机制实现传导,则其影响不应系统性地受到企业

纵向市场势力差异的显著影响。 然而,本文发现纵向

市场势力对绿色创新传导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表
明焦点企业依托其纵向市场势力,通过约束机制推动

上游供应商做出绿色创新响应。 总体而言,上述结果

不仅验证了假设 H2,也为约束机制在绿色创新沿供应

链传导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表 5　 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检验

纵向市场势力水平 MP_index 边际效应 标准误 t P
低纵向市场势力(P25) 0. 0005 0. 190∗∗∗ 0. 071 2. 676 0. 008

中等纵向市场势力(P50) 0. 0012 0. 198∗∗∗ 0. 071 2. 802 0. 005
高纵向市场势力(P75) 0. 0037 0. 226∗∗∗ 0. 070 3. 210 0. 001

P75 ~ P25 差异 0. 036∗∗ 0. 015 2. 380 0. 018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P25、P50、P75 分别表示纵向市场势力的分位点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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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性,从变量测度方式、样本区间选择、回归模型设定及标准误处理多个方面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 6 展示了相关回归结果。
1. 替换变量测度方式

为缓解以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绿色创新水平可能带来的测度偏误,参考刘亦文等[37] 的研究,使用企业本

年度获得授权的绿色专利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来重新定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从表 6 的(1)列可以看出,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水

平的估计系数约为 0. 118,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论依然稳健。
2. 调整样本区间

2015 年《新环境保护法》的施行显著强化了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并可能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结构性

影响。 在此背景下,将样本区间缩小至 2015—2024 年,并重新进行回归。 从表 6 的(2)列可以看出,估计系

数约为 0. 236,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样本区间调整后,结论依然稳健。
3. PPML 模型回归

为了进一步缓解零值问题对模型识别造成的潜在威胁,参考刘建和熊燕[38] 的方法,采用泊松伪最大似

然估计(PPML)方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从表 6 的(3)列可以看出,估计系数约为 0. 101,在 5%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不同模型设定下,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依然成立。
4. 更换聚类稳健标准误

此外,为排除标准误设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继续将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至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
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6 的(4)列和(5)列。 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约为 0. 205 和 0. 207,且分别在 5%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在保持与前文一致的模型设定下,还进一步对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其下游客户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

纵向市场势力在绿色创新沿供应链传导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相关结果留存备索。 结果显

示,在不同稳健性设定中,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下游客户绿色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未达到常规显著

性水平,表明其绿色创新难以通过既有纵向交易关系对下游企业形成稳定影响。 同时,纵向市场势力的调

节作用始终保持正向显著,与基准回归一致,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更改样本区间 PPML 模型回归 行业层面聚类 城市层面聚类

lnGreen_f 0. 118∗∗

(0. 059)
0. 236∗∗∗

(0. 081)
0. 101∗∗

(0. 047)
0. 205∗∗

(0. 077)
0. 207∗∗∗

(0. 0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9. 267∗∗∗

(1. 677)
-9. 356∗∗∗

(2. 494)
-9. 357∗∗∗

(1. 989)
-9. 698∗∗∗

(2. 396)
-9. 620∗∗∗

(1. 90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77 1018 1036 1156 1177
调整 R2 / pseudo-R2 0. 782 0. 752 0. 273 0. 747 0. 747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内生性检验

1. 遗漏变量问题

在基准回归中,尽管已控制上游企业层面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因素,但仍可能存在城市层面宏观环

境因素对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遗漏变量偏误。 为缓解上述问题,参考詹新宇和梁蓝

心[39]的研究,进一步加入上游企业所在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地区生产

总值取对数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采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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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占比(budget),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 structure),采用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从表 7 的(1)列可以看出,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上游供应商

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为 0. 335,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2.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 既有研究指出,同一行业内企业在相

近时期通常面临类似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竞争环境,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化往往构成影响企业创新

决策的重要外生冲击[40] 。 基于这一研究思路,选取焦点企业所在行业-年份层面的其他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peer_Green)作为工具变量。
在具体测度上,以行业-年份为分组单元,计算同行业同年度内除焦点企业之外其他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

平均值,以刻画行业-年份层面外生的绿色技术水平与制度环境。 一方面,同行业-年份层面其他企业的绿色创

新水平能够刻画行业在特定时期所面临的整体绿色技术条件与制度环境,而该行业-年份层面的外生环境与焦

点企业自身绿色创新水平高度相关,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该变量在构造过程中剔除了

焦点企业自身绿色创新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焦点企业个体特征的直接影响。 同行业同年度其他企业

绿色创新水平主要反映行业层面的绿色技术环境和创新氛围,与特定焦点企业上游供应商之间的直接关联相

对较弱,其影响更可能通过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及其纵向交易关系传导。 需说明的是,该工具变量仍可能受

到共同政策环境或行业技术扩散等因素影响,排他性约束存在一定局限,但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

应及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后,其在当前研究设定下仍可作为缓解内生性问题的补充性检验。
表 7 的(2)列展示了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peer_Green 的估计系数约为 0. 267,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 同时,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9. 408,大于 Stock-Yogo
 

15%
 

maximal
 

IV
 

size 对应的

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7 的(3)
列,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约为 0. 523,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后,
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3. 高维固定效应

尽管前文已控制年份与企业固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区域宏观环境或行业冲击对企业绿

色创新决策产生影响。 参考王柯丹等[41]的研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高维固定效应进行检验。 具体而

言,先控制年份×省份固定效应,以吸收不同地区在特定年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或政策冲击。 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加入年份×行业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层面技术进步、竞争格局及产业政策等随时间变化的共同

影响。 从表 7 的(4)列和(5)列可以看出,估计系数均在常规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正向显著,表明本文的结论

并非由地区或行业层面的时变冲击所驱动,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7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城市控制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进一步加入年份×
行业固定效应

lnGreen_f 0. 335∗∗∗

(0. 091)
0. 523∗

(0. 315)
0. 124∗∗

(0. 063)
0. 196∗∗

(0. 095)

peer_Green 0. 267∗∗∗

(0. 0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1. 179∗∗∗

(4. 170)
-14. 328∗∗∗

(3. 108)
-10. 273∗

(5. 738)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90 1106 1106 1110 1021
调整 R2 0. 772 0. 832 0. 191 0. 841 0. 943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9. 408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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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lnGreen_invest

lnGreen_f 0. 811∗∗

(0. 411)
控制变量 是

常数项
-13. 927

(18. 467)
年份固定效应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1177
调整 R2 0. 628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五、进一步分析

在前文基准分析确认绿色创新通过纵向交易关系以约束机制实现传导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作用机制和

情境差异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方面,供应商绿色创新的提升需要相应资源投入作为支撑,焦点企业绿色

创新影响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具体传导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另一方面,绿色创新的供应链传导效果并非

在所有情境下均保持一致,其作用强度可能受到创新属性、企业能力及供应链关系特征等因素影响。 基于

此,本文进一步开展供应商绿色投资机制检验,并结合不同情境展开异质性分析,以更全面地刻画绿色创新

在供应链中的传导特征。
(一)绿色投资响应机制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性,资金供给状况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的重要约束

条件[42] 。 绿色投资作为企业面向绿色转型配置资金资源的重要形式,能够为绿色创新活动提供投入保障,
并影响企业后续绿色创新决策[43] 。 在纵向交易关系中,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所形成的绿色化要求,会转化为

供应商需要持续回应的外部约束。 由于绿色要求通常涉及生产流程和技术条件的调整,供应商难以仅依靠

短期管理措施加以应对,而需要通过增加绿色投资改善绿色化基础,以维持交易关系稳定并降低被替代风

险。 由此,绿色投资成为供应商将外部绿色约束转化为内部资源配置调整的重要渠道。 围绕这一逻辑,以
供应商绿色投资作为机制变量,考察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是否会推动供应商增加绿色投资,从投入响应角度

检验其影响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参考刘红霞和孙雅男[44] 的研究,以供应商企业年

报中环保绿色相关项目金额的自然对数衡量供应商绿

色投资水平。 从表 8 可以看出,焦点企业绿色创新的

估计系数为 0. 811,并在 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表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供应

商进行绿色投资。 这说明由焦点企业所形成的绿色约

束能够通过供应链关系转化为供应商的绿色投入行

为,从而从投入响应角度为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后

向传导提供了机制证据。
(二)异质性分析

1. 绿色创新类型

考虑到不同类型绿色创新在技术复杂程度和资源投入强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参考马永强等[45] 的研

究,依据专利类型,将技术门槛较高、研发投入要求较强的绿色发明专利视为绿色实质创新,将技术复杂度

相对较低、调整灵活性较强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视为绿色策略创新。 从表 9 的(1)列和(2)列可以看出,焦
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供应商两类绿色创新的影响均为正,估计系数分别为 0. 164 和 0. 174,且均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两类绿色创新的系数差异并不

显著。 这表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供应商不同类型绿色创新均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可能的原因在于,绿色创新响应本身具有多层次特征。 面对持续性的绿色合作要求,供应商既需要通

过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和产品调整等方式形成较快响应,也需要通过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提升长期绿色创

新能力。 前者更多体现为绿色策略创新,后者则更多体现为绿色实质创新。 因此,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供

应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单一创新类型,而是能够同时推动其在适应性改进和实质性技术进步两个层面开展

绿色创新。
2. 供应商的数字化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正向影响[46-47] 。 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体现,上游企业的

数字化水平可能在绿色创新沿供应链后向传导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参考张永珅等[48] 的研究,根
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识别与数字化转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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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绿色创新类型与数字化情境检验

变量
(1) (2) (3)

lnGreen_uma lnGreen_inv lnGreen_s

lnGreen_f 0. 164∗∗

(0. 064)
0. 174∗∗

(0. 071)
0. 152∗∗

(0. 069)

digital_s -1. 640∗∗∗

(0. 402)

lnGreen_digital 0. 527∗∗

(0. 2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7. 769∗∗∗

(1. 617)
-7. 502∗∗∗

(2. 354)
-9. 990∗∗∗

(2. 16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77 1177 1165
调整 R2 0. 725 0. 694 0. 757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关的技术性无形资产,并以其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

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 从表 9 的(3)列可以看出,焦点

企业绿色创新与供应商数字化水平交互项( lnGreen_
digital)的估计系数为 0. 527,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表明供应商数字化水平能够强化焦点企业绿色

创新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供应

商通常具备更强的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能够更及时、
更精准地识别焦点企业在生产标准、环境绩效考核和

合规要求中嵌入的绿色约束,并将其转化为内部管理

和生产调整要求。 同时,较高的数字化水平也提升了

其生产过程和环境绩效的信息透明度,客观上压缩了

规避约束的空间,从而提高绿色约束的执行效率。 另

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也有助于提升供应商开展绿色

创新的能力基础,能够优化其生产流程与资源配置的

效率和协调水平,降低绿色研发、设备改造和生产调整的协调成本,使其更有能力将外部绿色要求转化为实

际绿色创新行为。 由此,供应商数字化水平越高,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沿供应链向上游传导的效果越强。
3. 供应商对焦点企业的依赖程度

供应商对焦点企业的依赖程度反映了双方在纵向交易关系中的相对议价地位。 借鉴黎峰的研究思

路[49] ,以供应商对焦点企业的采购额占比衡量其依赖程度,并以样本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高依赖组和

低依赖组。 从表 10 的(1)列和(2)列可以看出,在高依赖组中,焦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约为

0. 262,并在 5%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低依赖组中,系数未通过常规显著性检验。 该结果说明,焦点企业绿色

创新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供应商高依赖组的样本中。
可能的原因在于,当供应商对焦点企业依赖程度较高时,焦点企业订单在其收入来源和经营稳定性中

占据更重要的位置[50] 。 为维持既有合作关系,供应商更有动力根据焦点企业的绿色产品、绿色工艺和环境

标准要求调整自身创新决策。 同时,较高的依赖关系也强化了焦点企业在纵向交易中的规则设定能力,使
其能够将在绿色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标准、采购要求和环境约束等转化为与供应商合作中的具体要求。
相反,当供应商对焦点企业依赖程度较低时,其客户替代空间较大,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焦点企业绿色约束

对其形成的现实压力有限。 因而绿色创新传导效应并不明显。
4. 地理距离

地理距离反映了焦点企业对供应商实施绿色约束时所面临的空间条件。 借鉴韦庆芳和魏下海[51] 的研

究,利用经纬度信息测算焦点企业与上游供应商所在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以样本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

为地理距离较近组和较远组。 从表 10 的(3)列和(4)列可以看出,在地理距离较近的样本中,焦点企业绿色

创新的估计系数约为 0. 287,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地理距离较远的样本中,该系数未通过常规显著性

检验。 该结果说明,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后向传导主要体现在地理距离较近的供应链关系中。
可能的原因在于,绿色创新传导并非单纯的信息传递过程,还涉及技术标准对接、生产工艺调整、环境

要求落实及后续监督反馈等环节。 当地理距离较近时,焦点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沟通成本和监督成本较

低,双方能够围绕相关绿色要求开展更充分的沟通与协调,从而提高供应商对焦点企业绿色约束的理解和

执行效率[52] 。 同时,空间邻近也有助于增强合作频率和关系稳定性,减少绿色要求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的

偏差[53] 。 相反,当地理距离较远时,双方协调成本和监督难度上升,焦点企业绿色要求在传导过程中更容易

出现信息衰减和执行弱化,因而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5. 焦点企业 ESG 表现

企业 ESG 表现反映了其在环境管理、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规范程度,是衡量企业制度化治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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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长期发展导向的重要指标。 选取华证 ESG 评分作为衡量指标,并以样本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

ESG 评分高组和 ESG 评分低组。 从表 10 的(5)列和(6)列可以看出,在 ESG 评分较高的样本组中,焦点企

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为 0. 298,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 ESG 评分较低的样本组中,该系数未通过

常规显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上游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ESG 表现较

好的样本中。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ESG 表现较好的焦点企业通常具有更规范的治理结构和更稳定的环境管理

体系,其绿色创新活动更容易与绿色采购、供应商管理和环境标准执行相结合,从而使绿色要求在供应链合

作中具有更强的可执行性[54] 。 另一方面,面对 ESG 表现较好的焦点企业,供应商也更容易形成稳定的合作

预期。 为维持合作关系并降低因不符合绿色要求而被调整或替换的风险,供应商更有动力围绕焦点企业的

绿色要求开展技术改进和绿色创新。 因此,焦点企业 ESG 表现越好,其绿色创新所形成的约束和示范作用

越容易传导至上游供应商。

表 10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高依赖 低依赖 地理距离近 地理距离远 ESG 评分高 ESG 评分低

lnGreen_f 0. 262∗∗

(0. 121)
0. 151

(0. 102)
0. 287∗∗∗

(0. 094)
0. 074

(0. 118)
0. 298∗∗∗

(0. 085)
0. 080

(0. 08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9. 537∗∗

(4. 185)
-11. 456∗∗∗

(3. 174)
-6. 136(6. 289) -6. 439∗

(3. 583)
-2. 742(3. 882) -12. 172∗∗∗

(3. 128)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62 543 495 462 534 528
调整 R2 0. 819 0. 771 0. 795 0. 825 0. 756 0. 796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绿色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随着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企业间联系日

益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企业绿色创新已超越自身边界,并通过纵向交易关系影响供应链其他主体的绿

色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绿色创新在供应链关系中的跨组织传导逻辑及其影响边界,对于理解产业链

绿色协同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以 2013—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

验了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上的传导机制及传导方向。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传导

更多通过在纵向交易关系中形成的约束机制得以实现,进而在传导方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后向特征。 具体表

现为,焦点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供应商绿色创新,而对下游客户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 第二,焦
点企业的纵向市场势力在其绿色创新沿供应链后向传导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调节作用。 当焦点企业在供

应链中的市场势力越强时,其绿色创新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第三,供应商绿色投资是焦

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供应商绿色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 焦点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能够促使供应商增加绿

色投资,进而为其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源投入基础,最终推动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第四,异质性分析

表明,焦点企业绿色创新对供应商绿色实质创新和绿色策略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在供应商数字

化水平较高、供应商对焦点企业依赖程度较高、双方地理距离较近及焦点企业 ESG 表现较好的情境下,纵向

约束更容易内化为供应商的绿色创新决策,从而增强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后向传导效果。
(二)政策启示

本文对供应链绿色治理实践与政府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管理与政策启示。 企业绿色治理实践层面:第
一,焦点企业应将自身绿色创新能力转化为供应链绿色治理能力。 处于供应链关键位置的企业应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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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绿色创新的协同带动作用,将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管理要求和绿色合作目标嵌入采购规则、供应商准入、
质量验收和长期合作协议之中,推动绿色创新由企业内部实践延伸为供应链协同行动。 在这一过程中,焦
点企业应合理运用其在纵向交易关系中的市场势力,通过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联合研发和订单稳定等方

式,提升供应商响应绿色要求的能力,进而增强供应链绿色转型的协同性和持续性。 第二,供应商应提升绿

色投资和绿色创新的主动响应能力。 对供应商而言,焦点企业提出的绿色要求可以成为推动自身技术升级

和合作关系稳定的重要契机。 供应商应围绕绿色设备改造、清洁生产流程、环境管理体系和绿色技术研发

等方面增加持续性投入,将外部绿色约束转化为自身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 特别是在与核心客户

合作较为紧密的供应关系中,供应商应通过主动沟通、过程改进和协同研发,增强与焦点企业绿色转型目标

的匹配度,从而在供应链绿色转型中获得更稳定的合作机会。
政府政策制定层面:第一,应完善面向供应链关系的绿色治理制度体系。 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将供应链

协同纳入绿色创新政策设计,推动绿色治理政策由单个企业激励向供应链协同治理延伸。 具体而言,可围

绕绿色采购、供应商绿色评价、绿色信息披露和供应链环境责任管理等方面完善制度安排,引导关键节点企

业将绿色标准嵌入采购规则、合作协议和供应商管理过程之中,促进绿色创新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形成更

加稳定的传导机制。 第二,应强化对链上企业绿色投资和绿色改造的政策支持。 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中的有

效传导,需要链上企业具备相应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资源投入能力。 政府部门可通过绿色信贷、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专项基金和绿色技术服务平台等方式,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设备改造、清洁生产和绿色技术研发,
提升其承接绿色标准、响应绿色约束和开展绿色创新的能力。 同时,可鼓励链上企业联合申报绿色技术改

造项目和绿色创新项目,推动政策资源由单一企业支持拓展为供应链协同支持,提高绿色创新政策的精准

性和带动性。 第三,应结合供应链关系特征实施分类引导。 供应链绿色约束的实施效果,受企业治理基础、
交易关系紧密程度和空间协同条件等因素影响。 政府部门应结合不同供应链关系的实际特征,完善分层分

类的政策引导机制。 对于治理基础较强、ESG 表现较好的企业,可支持其建设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和示范

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管理经验;对于交易关系较为紧密、依赖程度较高的供应链组合,可推动建

立绿色标准协商、技术辅导和资源配套机制,增强链上企业对绿色要求的承接能力;对于空间距离较近、协
同基础较好的企业,可支持其开展联合研发、现场改造和过程管理;对于跨区域合作企业,可依托数字化平

台、远程审核和阶段性评价等方式提高绿色约束执行效率。 通过更具适配性的政策安排,提升绿色治理措

施与供应链实际运行条件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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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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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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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jun3

(1.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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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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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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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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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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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Collaborat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across
 

industrial
 

chai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ual-carbon
 

goals.
 

Existing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horizontal
 

diffusion
 

of
 

green
 

innovation
 

within
 

industrie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green
 

innovation
 

along
 

supply
 

chain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constraint
 

and
 

spillover
 

mechanisms
 

in
 

this
 

process
 

have
 

also
 

not
 

been
 

ful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rtical
 

trading
 

relationships,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13
 

to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
 

The
 

transmission
 

effects
 

of
 

green
 

innovation
 

in
 

supply
 

chains
 

and
 

their
 

boundary
 

conditions
 

were
 

empirically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green
 

innovation
 

level
 

of
 

focal
 

firm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green
 

innovation
 

among
 

upstream
 

suppliers.
 

No
 

significant
 

effect
 

is
 

found
 

on
 

green
 

innovation
 

among
 

downstream
 

customer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backward
 

transmission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by
 

stronger
 

vertical
 

market
 

power
 

of
 

focal
 

firm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upstream
 

suppliers’
 

green
 

innovation
 

is
 

mainly
 

promoted
 

through
 

increased
 

green
 

investment
 

by
 

supplier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both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among
 

suppliers
 

ar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y
 

focal
 

firms’
 

green
 

innovation.
 

The
 

backward
 

transmission
 

effect
 

is
 

also
 

found
 

to
 

be
 

more
 

pronounced
 

when
 

suppliers
 

have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ization,
 

stronger
 

dependence
 

on
 

focal
 

firms,
 

and
 

shorter
 

geographic
 

distance
 

from
 

focal
 

firms,
 

and
 

when
 

focal
 

firms
 

exhibit
 

better
 

ESG
 

performanc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vertical
 

transmission
 

of
 

green
 

innovation
 

along
 

supply
 

chains
 

is
 

thus
 

revealed.
 

Empirical
 

evidence
 

is
 

also
 

provided
 

for
 

the
 

coordinate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Keywords:

         

green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constraint
 

mechanisms;
 

spillover
 

effects;
 

vertical
 

transmission;
 

vertical
 

marke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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